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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分析東亞與東協 14 座樞紐機場於東南亞往返北美和歐洲航線疫

情前後的轉機連接度。結果顯示，桃園機場在東南亞往返北美地區的樞紐

效率最佳，首爾仁川機場的可行連接航班數量高於其他機場；在東南亞往

返歐洲的航線中，則以曼谷蘇凡納布機場的樞紐效率最高，新加坡樟宜機

場的可行連接航班數量領先其他機場。桃園機場在東南亞往返北美的可行

連接航班數量自疫情後超越香港；然而，我國與歐洲各國仍存在航權限制，

導致桃園機場在東南亞往返歐洲航線的轉機連接度難以和其他機場抗衡。

隨著疫後航空市場積極復甦，可行連接航班較少的機場可加速恢復疫前航

線、開發新航點，樞紐效率較低的機場可縮短中轉時間以提升轉機競爭力。 

關鍵詞： 樞紐機場、中轉市場、連接度、東南亞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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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nectivity of 14 hub airports in East Asia and 

ASEAN for transit routes between Southeast Asia-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oyuan (TPE) demonstrates the best hub efficiency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while Incheon (ICN)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viable connecting flights. For routes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Bangkok (BKK) shows the best hub efficiency, and Singapore (SIN) 

leads in the number of viable connecting flights. In the post-pandemic, TPE has 

surpassed HKG in connecting flights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However, Taiwan still faces air service agreement restrictions with 

Europe,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PE to compete in connectivity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In conclusion, airports with fewer connecting flights can 

accelerate the restoration of pre-pandemic routes and develop new destinations. 

Airports with lower hub efficiency can shorten transfer times for connecting 

flights to enhance their hub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Hub Airport；Transit Market；Connectivity；ASEAN 

一、緒  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近年為加速推動「新南向政策」，且立志成為全球航空樞紐，桃園國際機場 

(Taoyuan Internaitonal Airport, TPE)已是東南亞往返北美的轉運中心，與鄰近之成田國際機
場(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NRT)、仁川國際機場(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ICN)和
香港國際機場(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HKG)相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0 [1] )；

然而，香港國際機場亦是東南亞往返歐洲的轉運中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3[2] )，與鄰

近之上海浦東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PVG)、曼谷蘇凡納布國際機場 

(Bangkok Suvarnabhumi Airport, BKK)相似。近年由於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經濟體快速增長，其不僅發展強勁且優於全球其他地區，因而具備相當
龐大的航空旅運需求。東協與歐盟(European Union, EU)於 2021年 6月簽署「全面航空運

輸協定(ASEAN-EU Comprehensive Air Transport Agreement, AE CATA)」後，解除了往來

兩地的航班限制，因此東南亞樞紐機場的轉運地位將變得更加重要。由於東協和北美地區

之間受到地理條件限制，長期以來都相對缺乏直飛航班，因此位居東亞的樞紐機場皆熱衷

於吸引來自東南亞的轉機旅客(Chang et al., 2020 [3] )。 



東亞與東協樞紐機場之轉機連接度變化分析：以東南亞往返北美和歐洲為例 

－195－ 

隨著亞太地區已然成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場之一，預計未來將有越來越多機場渴望發

展成為轉運樞紐(Chang et al., 2019a[4]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航空運輸之空中連接度通常

被視為機場如何吸引中轉旅客以進一步擴大需求和創造利潤的首要指標。因此，本研究將

以我國桃園機場為中心，藉由航班數量、地理位置、航線發展、國際客運量等區位優勢，

優先選擇東亞與東協地區共計 14 座樞紐機場(詳 1.3 節)進行比較。在初步探討各大機場
的航班供給後，將透過「轉機連接度」分析 14 座機場的可行連接航班數量、中轉航班連

接品質以及樞紐效率，評估其在特定航線上是否具備轉運樞紐競爭力。 

1.2 研究目的 

在過往文獻中，對於連接度和其所使用的量測方法並未有一致的定義；因此，本文延

續 Chang et al.(2020) [3]、蕭簡佑(2021) [5]、林昕昀(2022) [6]等學者的研究，透過使用 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 (HCPI) 和 Hub Efficiency Index(HEI)研究方法，以我國桃
園機場為中心，分析東亞與東協樞紐機場在東南亞往返北美和歐洲的航班中轉連接度。研

究結果有助於各大機場瞭解其市場地位，並以此加強疫情之後的航空復甦力道。本研究除

探討 COVID-19 對航空運輸的衝擊之外，亦欲分析疫情對於各樞紐機場之轉機連接度影

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以下三點深入探討： 

1. 統整東亞與東協地區 14座機場於 2004、2008、2012、2016、2019和 2023年共 6個年

度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航點數、每週航班數以及座位供給數的變化，洞悉各大樞紐

的發展態勢，並比較機場之間的疫後復甦程度。 

2. 探討東亞與東協 14座機場於疫情前(2019年)和疫情後(2023 年)東南亞往返北美與歐
洲的轉機連接度，以分析出各機場的優劣勢中轉航線。 

3. 針對桃園機場提出改善策略，以優化中轉效益。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參考 Chang et al.(2020) [3]、Jantachalobon et al.(2014 ) [7]、盧華安等(2018) [8]、

汪進財等(2014 [9]，2018 [10] )、胡智超(2019) [11]等學者的研究，篩選出東亞與東協地區 14

座主要機場(表 1)，使用 Innovata worldwide flight schedules database 蒐集 14 座機場於

2004、2008、2012、2016、2019和 2023年 9月第三週往返東南亞、北美及歐洲之航班數

據，並特別針對 2019年和 2023年的資料進行疫前與疫後之轉機連接度分析。本研究所設

定的時間區間係基於 Chang et al.(2020) [3]、蕭簡佑(2021) [5]、林昕昀(2022) [6]、Chang et 

al.(2019b) [12]等學者在航空市場淡旺季間採集樣本，確保各航班起訖日期不會產生跨月份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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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東亞與東協樞紐機場列表 

國家 地區 機場 IATA代碼 區域 

日本 東京 
成田國際機場  NRT 

東亞 

羽田國際機場  HND 

南韓 首爾 仁川國際機場  ICN 

中國 

北京 首都國際機場  PEK 

上海 浦東國際機場  PVG 

廣州 白雲國際機場  CAN 

香港 赤鱲角國際機場  HKG 

中華民國 (臺灣) 臺北 桃園國際機場  TPE 

菲律賓 馬尼拉 尼諾伊ꞏ艾奎諾國際機場  MNL 

東協 

泰國 曼谷 蘇凡納布國際機場  BKK 

越南 胡志明 新山一國際機場  SGN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吉隆坡國際機場  KUL 

新加坡 新加坡 樟宜國際機場  SIN 

印尼 雅加達 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  CGK 

本研究之限制包含以下三點： 

1. 由於 Innovata航班資料庫之性質為供給層面，因此分析過程將專注於分析供給量，而非

實際營運需求量。 

2. 皆使用「表定航班」進行統計與資料分析，無法辨別各個航班是否遇到延誤、臨時增減

班次、更換機型或取消等狀況。 

3. 航班中轉次數僅限一次，若原航班已含中停航點則不在此限。 

二、文獻回顧 

2.1 航空運輸網絡 

航空網絡是以機場作為節點，並由航空公司連接各個節點成為航線 (Li et al., 2020 
[13] )。航空網絡的蓬勃發展，係源於美國 1978年頒布之 Airline Deregulation Act, (ADA)，

新航空公司始得自由進出其航空市場，該法亦同時鬆綁聯邦政府對航線和票價等諸多限制 

(Bauer, 1987 [14]；Nero, 1996 [15]；Brueckner and Zhang, 2001 [16] )。軸輻式網絡是航空公司

藉由規劃抵達與出發航班的時刻，吸引旅客透過樞紐機場轉機到達樞紐以外的最終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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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esi, 2006 [17] )，其具有直飛 (direct) 與非直飛 (indirect) 兩種營運模式。Burghouwt and 

Redondi (2013) [18]認為衡量航空網路的連接度是必要的，其結果能幫助航空公司或機場檢
視其航空網路的營運績效並與其他機場、航空公司、航網和地區進行比較，來制定適當的

航空運輸政策以提升競爭力。近年來，「樞紐」與「中轉」的連結變得更加緊密，越來越

多航空公司選擇集中在單一或數個重點機場營運；Chung et al. (2013) [19]亦在研究中指
出，許多機場皆致力於強化更優質的轉機服務品質，以吸引更多中轉旅客。綜上所述，在

軸幅式網絡當中，「轉機」已成為機場和航空公司相當重要的功能。 

2.2 東亞與東協中轉樞紐 

Li et al.(2012)[20]透過 QVC(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QCI(Quality of 

Connections)及 HCI(Hub Connectivity Indicator)等分析方法，探討 2008至 2010年東京雙

樞紐成田(NRT)和羽田(HND)以及首爾單樞紐仁川(ICN)機場的轉機連接度差異。隨著
HND 第四跑道於 2010 年 10 月落成，使其能夠進一步提升航班起降架次。雖然東京雙樞

紐政策確實分擔了 NRT和 HND的流量，但對於轉機旅客而言，需要在兩座機場間轉換，

增加了不便利性。由於南韓兩大航空公司集中於 ICN單一樞紐，因此在往返北美或歐洲的

航班供給總數多於 NRT和 HND；此外，由於旅客經 ICN轉機不涉及機場轉換，因此可以

享有更高品質的轉機服務。汪進財與賈晉華(2014) [9]以地理位置作為依據，分析亞太地區
14座樞紐機場的直飛及中轉競爭力；該研究使用「靠近中心性指標」與「中介中心性指標」，

並分別以運量規模進行加權來呈現各機場之優劣。分析指出，曼谷(BKK)在經運量加權後
最靠近亞太地理中心；廣州白雲(CAN)和香港(HKG)無論是否經過運量加權，兩者在亞
太區域更具中介中心優勢。北京首都(PEK)、仁川(ICN)和成田(NRT)在全球航網當中，
兩項指標皆領先其他機場；其中 PEK最接近歐洲，而 ICN和 NRT最接近北美洲，又歐美

航空市場是全球發展最成熟的地區，因此上述三座機場擁有相對較佳的中轉優勢。此外，

北京首都(PEK)、上海浦東(PVG)及桃園(TPE)在北美航線擁有中轉潛力，新加坡樟宜
(SIN)則在大洋洲航線具有供給優勢。 

Jantachalobon et al.(2014) [7]使用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與 Netscan模型，

分析東協地區十座主要機場的市場集中度與轉機航班連接品質。結果顯示，東協航空市場

大多由曼谷(BKK)、新加坡樟宜(SIN)、馬來西亞吉隆坡(KUL)、菲律賓馬尼拉(MNL)和
印尼雅加達(CGK)提供中轉服務，且前三座機場更具樞紐地位；此外，新加坡樟宜(SIN)

擁有最多轉機航班，加上其平均轉機時間最短，因此具有最佳的綜合轉運能力。Choi et al. 

(2019) [21]則研究 2016年旅客從東南亞 14座機場往返北美 6座機場的中轉情形，由於航線

距離過長，旅客通常會選擇在一中途點轉機。與此同時，東北亞航空樞紐如桃園(TPE)、

首爾仁川(ICN)、香港(HKG)、東京成田(NRT)、北京首都(PEK)等具有地理優勢的機場
提供了大量中轉航班，總計擁有超過七成的轉機市占率。研究指出，首爾仁川(ICN)自 2011

年以來將自身定位為能夠處理大量中轉旅客的樞紐機場，近年已逐漸取代 NRT 的主導地

位。在中國方面，其主要機場在中國往返北美市場的轉機旅客數量不斷增加；另外，自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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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與東協雙方簽署開放天空協議後，中國往返東南亞的航空市場亦穩定成長。東協雖然離

北美地區較為遙遠，但 SIN的樞紐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SQ)利用第五和第六航權，積極
擴大其在北美航線的市占率，此舉可能為傳統東亞樞紐帶來影響。 

Chang et al.(2019a) [4]利用“Compromise Programming＂方法，探討適合從臺灣直飛歐

洲的新航點。自 2001年至 2017年，臺歐之間的客運量年增幅達 17%；由於桃園機場 (TPE)
和亞洲主要機場相比，擁有的歐洲航點和航班供給數較少，導致約有 2/3的臺灣旅客需要

在香港(HKG)、杜拜(DXB)、伊斯坦堡(IST)等地轉機，因此需要積極開通新的直飛航線。
分析結果指出，桃園機場(TPE)若同時營運歐洲 10個航點，將可達到最佳效益；其中有 6

個是已開航航點，因此鼓勵航空公司可再新增桃園機場(TPE)往返馬德里(MAD)、米蘭

(MXP)、慕尼黑(MUC)及蘇黎世(ZRH)4 條直飛航線，以提升機場連接度。Chang et 

al.(2022) [22]則透過機場依賴指數、旅客中轉依賴度及成本效益分析，再次分析臺歐之間
的潛在直飛航線。2020年以前，臺灣旅客大部分以德國、英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及

瑞士作為目的地，且嚴重依賴中東和東亞樞紐機場轉機；自 2018年至 2019年，國人對北

京首都(PEK)、上海浦東(PVG)和曼谷(BKK)的依賴程度逐漸提升。根據分析結果，桃園
機場(TPE)應優先開航米蘭(MXP)和馬德里(MAD)，此與 Chang et al.(2019a) [4]之結果一
致；另根據成本效益評估，若優先推出直飛英國倫敦(LHR)、西班牙巴塞隆納(BCN)和瑞
士蘇黎世(ZRH)的航線，可為航空公司帶來較大利潤。 

2.3 航空網絡連接度 

航空網絡連接度(Air Connectivity)可以分為廣度、集中度和轉機連接度等不同範疇，
其衡量的主要指標包括可及性、中心性、時間因素、繞路因素、連接品質(Lu et al., 2024 [23] ) 

以及旅客流量(Zhu et al., 2019 [24]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制定的空中連接度指
標，係用於衡量各國的經濟成長以及融入全球航空運輸網絡的程度，不僅反映了主要機場

服務的目的地數量，亦包含其能提供的中轉航班數量。根據 ACI (2018) [25]的定義，連接

度可分為「直接連接度」、「非直接連接度」和「整體(樞紐)連接度」三個部分：直接連
接度考慮的是直飛目的地數量和航班頻率、間接連接度衡量的是透過轉機機場可到達的目

的地和航班數量，並考慮轉機時間和繞路因素，以評估中轉品質及可靠度。然而，不同的

學者對於連接度亦有不同的見解，如 Pearce(2007) [26]將其定義為「一機場連接至其他機
場的數量以及從其他機場連接至該機場的數量」；Burghouwt and Redondi(2013) [18]則定義
為「在航空網絡中某一節點被連接到其他節點的程度」，當中又可以再細分成「可及性 

(Accessibility)」和「樞紐中心性(Centrality)」兩個類別。Danesi(2006) [17]表示，連接度係
指透過航空樞紐為乘客提供的間接(中轉)航班數量和品質，且與航班起降次數的平方成正
比；Wittman and Swelbar(2013) [27]則認為，任何連接度指標都應易於計算，且得以清楚瞭
解機場的服務航班數量或品質。由於航空網絡連接度並沒有清楚明確的定義(Bowers, 2015 
[28] )，且難以透過統計數據直接進行觀察，因此在實際分析上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Veldhuis(1997) [29]使用“NetScan model＂並將總旅行時間納入評估，以分析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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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AMS)的轉機連接度；該模型亦可套用於分析西歐的任何機場，以
進一步使航空公司或機場確定其在航空網絡中的競爭地位。後續則有多位學者延續使用

NetScan模型進行研究，如 Burghouwt and Veldhuis (2006) [30]分析 2003年至 2005年西北

歐和美國之間的航網連接度、Burghouwt et al. (2009) [31]研究 2001年至 2007年東亞和東南

亞 13座主要機場的航網及樞紐連接度、Jantachalobon et al. (2014) [7]探討 2003年至 2012

年東協 10 國樞紐機場的航網競爭力。此研究方法係以「連接品質指數(QLX)」乘以「每

週航班頻率(NOP)」後，得出一機場的「連接航班總數(CNU)」；然而，上述當中與時間

相關的變數皆為估計值，因此會與實際情況產生落差。 

Burghouwt and de Wit (2005) [32]採用“Weighted Number Of Connections＂ 方法，將原

本 NetScan模型的時間變數分成「轉機航班銜接時間」與「繞路因素 (Routing Factor, R)」，

分析歐洲航空公司於 1987 年航空市場放鬆管制後的軸輻式航網競爭力。由於轉機時間是

影響機場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若旅客透過一機場所需要的轉機時間越短，代表該機場的轉

機能力越強；兩位學者亦參考了 Bootsma(1997) [33]對於最大轉機時間(Tj)值的設定，將「歐
洲內部連接航班」與「洲際連接航班」分別設為 180分鐘與 720分鐘。繞路因素(R)係指
透過轉機航班耗費的總時間相比直飛航班的時間，若轉機航程增加的時間越多，表示該機

場在某一航空市場區間較不具競爭力。此外，繞路因素的採計區間為 1≤R≤1.4，大於 1.4

的 R值因過於繞路而不採計。 

Li et al.(2012) [20]使用“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QVC)＂以及“Quality of 

connections(QCI)＂，比較 2008年至 2010年東京羽田(HND)和成田(NRT)雙樞紐機場及
首爾仁川(ICN)的單樞紐連接度。QVC為「有效轉機連接航班數量」，然而本研究並未提

出具體區間，僅表示最長連接時間(MACT)為最短連接時間(MCT)的 3倍。QCI代表「有

效連接航班的轉機品質」，當中又包括時間因素與繞路因素；QCI係以百分比呈現，範圍

介於 0%至 100%。最終，將每個航段的 QVC和 QCI乘積相加，即可得出一機場的“HCI(樞
紐連接度指數)＂；一個 HCI 單位代表一個「與直飛航班具相同品質的轉機選項」，例如

100個 HCI表示經過樞紐機場的中轉航班數量等於 100個直飛不中停航班。 

Logothetis and Miyoshi(2018)[34]透過 “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Analyser 

(HCPA)＂，分析土耳其航空(TK)在伊斯坦堡機場(原 IST，現 ISL)以及阿聯酋航空(EK)
在杜拜機場(DXB)的轉機連接度。在 HCPA當中，同樣使用 QVC和 QCI方法計算有效連

接航班的數量及品質，然最終結果係以 “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HCPI)＂和

“Hub Efficiency Index(HEI)＂ 兩個指數呈現。Logothetis and Miyoshi (2018) [34]除延續先
前 Li et al.(2012) [20]轉機連接時間設定，將MACT定為MCT的三倍，亦明確分隔不同形

式的連接區間，分別計算兩個航空公司在其營運樞紐的 QVC。在計算 QCI 時，該研究將

Li et al. (2012) [20]的時間因素視為繞路因素，將 RF值上限提高至 1.5(Danesi, 2006 [17] )，

與 Burghouwt and de Wit(2005) [32]的概念一致。接著，加總每一個 QVC之 QCI值後，即

可得出 HCPI。 

Chang et al. (2019b) [12]與 Chang et al.(2020) [3]同樣運用 HCPI和 HEI方法，分析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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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6年東亞十大樞紐機場的轉機連接度。Chang et al.(2019b) [12]另根據 HCPI結果使

用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矩陣，分析各機場的市場定位與發展策略；研究顯
示，樞紐航空公司加入航空聯盟提高了各機場的轉機連接度，而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崛起也

達到相似效果。隨著以北京首都機場(PEK)為樞紐的中國國際航空於 2007 年加入星空聯

盟、新加坡樟宜機場(SIN)的新加坡航空於 2012年加入星空聯盟，伴隨旗下低成本航空公

司酷航(Scoot)於同年投入市場營運，兩機場之連接度大幅成長；吉隆坡機場(KUL)受惠
於天合聯盟成員馬來西亞航空和亞洲規模最大低成本航空公司-亞洲航空的發展，其連接度

亦於 2008年至 2016年間快速增長。另根據 Chang et al.(2020) [3]的分析結果得知，PEK、

PVG和 HKG的 QVC較高，而 NRT、SIN、TPE和 ICN的 HEI較高。在東南亞往返北美

的轉機市場中，NRT具有最高的 QVC和 HEI；在亞太地區往返歐洲與大洋洲的轉機市場

中，SIN擁有最高的 QVC及 HEI。由於地理條件限制，新加坡樟宜機場(SIN)、泰國曼谷

機場(BKK)和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KUL)無法為亞太往返北美的中轉市場提供良好的連
接品質，因此可以專注發展 HEI較高的亞太往返歐洲航線。 

三、樞紐供給分析 

由於我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臺灣桃園機場(TPE)除了在東南亞往返
北美的中轉市場具備競爭優勢、往返歐洲航線則仍有發展空間，因此本節將探討 2004、

2008、2012、2016、2019及 2023年周圍競爭機場往返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直飛航班數

變化。在往返東南亞的市場當中，東協國家因擁有地理位置優勢，其主要樞紐如印尼雅加

達(CGK)、馬來西亞吉隆坡(KUL)、菲律賓馬尼拉(MNL)、新加坡樟宜(SIN)、越南胡志

明新山一(SGN)及泰國曼谷蘇凡納布(BKK)在航班供給數皆長期具有領先地位(圖 1)。首

爾仁川(ICN)、香港(HKG)與桃園(TPE)機場則是近年擁有供給優勢的東亞樞紐；TPE從

2016 年我國新南向政策實施後，東南亞航點數量明顯增加，航班及座位供給數截至 2019

年底亦幾乎達到倍數成長。日本東京成田(NRT)及羽田(HND)機場在東南亞的航班數量
雖然處於弱勢，然而近年兩者在航班與座位供給數已逐漸超越中國三大國際機場：北京首

都(PEK)、上海浦東(PVG)與廣州白雲(CAN)。 

在往返北美的市場當中，東京 NRT於 2019年以前的航班供給數皆擁有壓倒性的優勢 

(圖 2)；隨著東京 HND從 2012年投入營運長程跨洲航線後，吸引大部分在 NRT經營的航

空公司轉移原有航線或開設新航線，使得 HND的航班數量在 2023年躍升為 14座樞紐機

場榜首。此外，ICN、HKG、PVG及 PEK的航班供給數在 2019年以前同樣具有相對優勢，

然而 HKG 的航班供給在疫情後明顯減少；中國和美國、加拿大之間的雙邊關係受到多重

因素影響，使得 PVG與 PEK的北美航班供給數下滑 50%至 80%，連帶造成 CAN衰退超

過 9成。我國北美航線自 2016年持續增長，隨著臺美關係穩定發展，加上星宇航空(JX)
自 2023年 4月 26日起正式投入北美市場營運，使得 TPE成為少數在 COVID-19疫情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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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供給數仍逆勢成長的樞紐。而在東南亞部分，SIN 與 MNL 長期以來都是東協地區供給

較充足的兩個樞紐，相較 SGN、BKK和 CGK擁有絕對優勢。 

 

圖 1  歷年 14 座樞紐機場之東南亞每週航班數 

 

圖 2  歷年 14 座樞紐機場之北美每週航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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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返歐洲的市場當中，PEK過去在航班供給數量方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然而 SIN

與 ICN在疫情之後較具優勢(圖 3)。東京 HND的航班數量自 2012年起大幅上升，從 2023

年的數據可發現其明顯超越了東京 NRT，足以和其他樞紐機場抗衡。HKG、BKK與 PVG

的運能雖然長期領先我國 TPE，但 TPE往返歐洲的航班數量明顯上升，且航班供給量未受

到 COVID-19造成嚴重影響；雖然 CAN在 2016年以前往返歐洲的航班數高於 TPE，但其

自 2019 年反而被超越。由於中國與歐洲(歐盟)的外交關係因俄烏戰爭產生負面影響，加

上中國疫後復甦的力道不如他國，因此 PEK、PVG與 CAN的航班供給數跌幅超過一半。

KUL、CGK、SGN及MNL往返歐洲的直飛航班數長期處於低點，顯示 AE CATA協定至

2023年為止，尚未對這四座東協樞紐起到作用。 

 

圖 3  歷年 14 座樞紐機場之歐洲每週航班數 

在 2023年東亞與東協 14座樞紐機場於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疫後航班復甦程度方面 

(圖 4)，HND受惠於東京雙樞紐政策，其在北美及歐洲市場的航班供給量顯著成長，兩者

分別有 171%與 62%的增幅；NRT的航班數量則隨之減少，尤其在北美和歐洲分別下降 45%

與 66%。MNL與 SGN於東南亞市場持續增加供給班次，然而大部分皆集中在國內航點，

僅有少部分為國際航線。SIN 與 TPE 則在北美市場超越疫前(2019 年)水平，兩者航班數

量分別成長 7%與 9%。其餘樞紐機場截至 2023年 9月仍未完全恢復，尤其 CAN、PEK及

PVG的航班供給數量和 2019年同期相比跌幅均超過 50%，顯見中國大陸主要機場的復甦

力道較為薄弱；HKG同樣受到疫情與政經不穩定的影響，航班數量平均減少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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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樞紐機場 2023 年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相較 2019 年之航班數變化比例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照 Logothetis and Miyoshi(2018) [34]、Chang et al. (2019b)[12]與 Chang et al. 

(2020)[3]，採用“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HCPI)＂和“Hub Efficiency Index 

(HEI)＂兩個研究方法，探討東南亞經 14座樞紐機場往返北美和歐洲的轉機連接度。在評

估機場轉機連接度之前，首先必須計算 QVC(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如下式(1)
所示。為延續 Chang et al.(2020)[3]的分析，本研究以「轉機一次」為限，將航班最短連接
時間設為 90分鐘，最長連接時間定為 300分鐘，並以 Innovata worldwide flight schedules 

database的表定航班資料作為分析來源。 

 𝑄𝑉𝐶 = ෍ ቎ ෍ 𝑐𝑜𝑛𝑛𝑒𝑐𝑡𝑖𝑜𝑛ሺ𝐶ሻ௡
௜௡௕௢௨௡ௗ ௙௟௜௚௛௧ሺ௜ሻୀଵ ቏                                                                                   ଻

ௗ௔௬ୀଵ  

n = total inbound flights (1) 

 QVC：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可行連接航班總數 

 inbound flight (i)：滿足轉機時間區間的連接航班數量 (i = 1,2,..., n) 

 connection (C)：有效連接航班 

為評估可行連接航班的品質，本研究利用繞路因素(RF)判斷航線是否過於彎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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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2)和圖 5 所示。其中，IDT 為可行連接航班的實際總旅程時間，即包含轉機前後的

飛行時間加上轉機時間；DDT為預估起訖點直飛不中停的時間(Burghouwt et al., 2009[31] )。 𝑅𝐹 = ூ஽்஽஽்                                                                                                      (2) 

RF：routing factor，繞路因素 

 IDT：the actual in-flight time indirect connection (Burghouwt and de Wit, 2005 [32])，中轉可

行連接航班的實際總旅程時間 (分鐘)。 

IDT =從最初出發地機場“O”飛至中轉機場“A”的飛行時間 

     + 機場“A”轉機時間 (分鐘) 

         + 從中轉機場“A”飛至最終目的地機場“D”的飛行時間 
 

 DDT：the estimated in-flight time of the direct connection based on great circle  

      distance (Burghouwt et al., 2009 [31])， 

      預估起訖點直飛且不中停的旅行時間 (分鐘)。 

      本公式假設之航機平均飛行時速為每小時 882公里，滑行時間為 40鐘。 𝐷𝐷𝑇 = ቈ 𝑔𝑑𝑐 ሺ𝑘𝑚ሻ882 ∗ 60቉ ൅  40ሺ𝑚𝑖𝑛. ሻ =  𝑔𝑑𝑐 ሺ𝑘𝑚ሻ ∗ 0.068 ൅  40ሺ𝑚𝑖𝑛. ሻ 

 gdc：great-circle distance in kilometers，起迄點之大圓航線距離 (公里) 

 

圖 5  繞路因素示意圖 

為篩選出實際具有轉機連接效益的航班，本研究將繞路範圍設為 1<RF<1.5，RF≥1.5 

的航班則因過於繞路而不採計。因此，將一個可行連接航班的繞路值代入下式(3)後，即

可得出該中轉航班的 QCI(Quality of connections)。 

𝑄𝐶𝐼௖௢௡௫ = ቊଵ.ହିோிଵ.ହିଵ.଴ , 𝑖𝑓 1.0 ൏ 𝑅𝐹 ൏ 1.5 0, 𝑖𝑓 𝑅𝐹 ൒ 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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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將每一個可行連接航班的品質加總後，即可計算 HCPI (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如下式(4)所示。 𝐻𝐶𝑃𝐼 ∑ 𝑄𝐶𝐼௖௢௡௫ொ௏஼௖௢௡௫ୀଵ                                                                                                                             (4) 

最後，計算 HCPI在 QVC的占比，即可得出一座機場的 Hub Efficiency Index (HEI)，

如下式(5)所示： 𝐻𝐸𝐼 = ு஼௉ூொ௏஼ × 100%                                                                                                                                    (5) 

五、研究結果 

本章首先分析新冠疫情前(2019年 9月第三週)與疫情後(2023年 9月第三週)東亞與
東協共 14 座樞紐機場於「東南亞往返北美」與「東南亞往返歐洲」之轉機連接度，並針

對連接品質較高的機場進一步分析出具中轉優勢的航線。接著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我國桃園

機場(TPE)改善及優化策略。 

5.1 東亞與東協樞紐機場之轉機連接度 

下圖 6 為疫前疫後東南亞地區透過 14 座樞紐機場往返北美地區的轉機連接度，並以

QVC(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與 Hub Efficiency Index(HEI)兩個指標呈現出各機場
轉機連結度的數量與品質。根據分析結果可以得知，東京成田(NRT)、香港(HKG)及桃園 

(TPE)的 QVC 與 HEI 在疫情前後皆高於平均值，係往返東南亞與北美之間最具轉機競爭

優勢的三座樞紐機場。NRT雖然受到東京雙樞紐政策的影響，導致 2023年國際線航班數

量持續下滑，連帶造成 QVC 隨之下降；然而其整體轉機航班的連接品質獲得提升，因此

HEI逆勢成長。香港(HKG)在 2020年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以後，國際旅客進出或過境香

港的風險增加，間接造成航班數量難以恢復疫前盛況，導致 2023年的 QVC明顯減少；由

於現有轉機航班的品質獲得改善，因此 HEI有所增加。TPE的 HEI無論在疫前疫後皆具有

領先地位，加上我國國籍航空持續在北美航線增加供給並加強與東南亞航線的連結，因此

其 2023年之 QVC顯著成長，並超越 HKG，然而目前仍落後 NRT及 ICN。首爾仁川(ICN) 

的轉機時間於疫後獲得優化，在航班供給數減少的情況之下 2023年之 QVC仍大幅增加並

領先其他樞紐，然而其 HEI卻依舊低於平均值，顯示有大量航班存在較低的轉機品質。 

廣州白雲(CAN)、北京首都(PEK)、上海浦東(PVG)、東京羽田(HND)及馬尼拉 

(MNL)的 HEI在疫情前皆高於平均值，但 QVC則都低於平均，導致整體連接度優勢較小；

由於 2023年中國三大機場(PEK、PVG及 CAN)在東南亞與北美航線的航班供給量大幅衰
退，其復甦程度遠不及其他競爭樞紐，連帶造成 QVC隨之降低。MNL與 HND於疫後分

別在東南亞與北美地區增班，使得 2023年的 QVC有所增加；然而上述機場的 QVC仍低

於整體平均值，因此若要獲得更強的樞紐競爭力，需要增加航班數量或縮短轉機時間。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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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新山一(SGN)、新加坡樟宜(SIN)與吉隆坡(KUL)三座樞紐機場分別位處東南亞地區
的西側與西南側，三者與北美地區的距離相較 MNL 更為遙遠，因此連結兩地的中轉航班

通常涉及較大的繞路程度，導致 HEI低於平均，整體連接度不具優勢；此外，SGN與 KUL

雖然在東協地區擁有龐大的航班供給量，然而兩者截至 2023年僅有一個北美航點，其 QVC

難以和其他樞紐機場抗衡。曼谷(BKK)與雅加達(CGK)同樣在東南亞具有航班供給優
勢，但因為缺乏北美直飛航線，導致兩者不具樞紐競爭力。 

 

圖 6  2019 年與 2023 年東南亞往返北美之轉機連接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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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23年東南亞地區透過 14座樞紐機場往返北美地區的轉機連接度(圖 7)可以發
現，首爾仁川(ICN)的 QVC (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 排行首位，大幅領先其他樞

紐。HCPI (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 僅微幅領先東京成田 (NRT)與桃園 

(TPE)；TPE雖然在 QVC排名第三，但 HCPI反而超越 NRT。香港(HKG)的 QVC排行第

四，領先新加坡 (SIN)、東京羽田(HND)和其他樞紐；其中，HND的中轉航班品質較 SIN

高，因此 HCPI 反倒超前一個名次。在 14 座樞紐機場當中，TPE、HKG 與 HND 的 HEI

最高，分別有 38.8%、38.5%與 37.5%。曼谷(BKK)、雅加達(CGK)、吉隆坡(KUL)、馬尼

拉(MNL)、胡志明新山一 (SGN)、上海浦東 (PVG)、北京首都(PEK)及廣州白雲(CAN)
的 QVC 與 HCPI 和前六大樞紐相比具有明顯落差，在東南亞往返北美航線當中不具中轉

優勢的樞紐。 

 

圖 7  2023 年東南亞往返北美之轉機連接度 

下圖 8 為疫前疫後東南亞地區透過 14 座樞紐機場往返歐洲的轉機連接度變化，根據

分析結果得知，曼谷(BKK)與新加坡(SIN)是唯二較具中轉連接優勢的樞紐，兩者 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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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 Efficiency Index)皆高於平均，且 QVC(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具有壓倒性的
領先；此外，BKK 現有航班的轉機時間於疫後獲得優化，因此其 HEI 顯著提升。吉隆坡 

(KUL)、雅加達(CGK)、胡志明新山一(SGN)與馬尼拉(MNL)由於航班供給數量減少，因
此 2023年之 QVC隨之降低，但 HEI仍優於整體平均；然而，前三者的平均轉機時間於疫

後有所增加，導致 2023年的 HEI降幅較大。香港(HKG)的連接度衰退原因與前述相同，
且其 HEI於 2023年跌至平均值以下，成為不具中轉效益的樞紐。 

 

圖 8  2019 年與 2023 年東南亞往返歐洲之轉機連接度變化 

由於廣州白雲(CAN)、北京首都(PEK)和上海浦東(PVG)於 2023 年在東南亞及歐洲

的航班供給量大幅減少，使得 QVC隨之下跌，因此成為 14座樞紐當中排名最低的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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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T 的連接度衰退原因與前述相同，但其每週往返東南亞的航班數明顯較多，因此 QVC

仍較有優勢。桃園(TPE)於 2023年往返東南亞與歐洲的航班量和 2019年相比均有減少，

然而 QVC及 HEI卻微幅上升，顯示疫後航班的平均轉機時間獲得優化。東京羽田(HND)
於歐洲的航班供給量明顯增加，因此 2023年之 QVC亦隨之提升。首爾仁川(ICN)於 2023

年往返東南亞與歐洲的航班數量領先其餘東亞樞紐，因此在 QVC排名中位居第三。然而，

除了中國三大機場(PEK、PVG和 CAN)以外，NRT、TPE、HND與 ICN之轉機連接度無

論在疫前疫後皆低於 14座樞紐之平均值，同時 HEI都未超過 5%；上述提及之 7個東亞樞

紐的連接度表現明顯較 HKG差，且幾乎不具備連接東南亞與歐洲的中轉效益。 

根據 2023 年東南亞地區經由 14 座樞紐機場往返歐洲的轉機連接度(圖 9)得知，SIN

於 QVC當中排行首位，大幅領先 BKK與其他樞紐；由於 BKK的中轉航班品質較高，因

此 HCPI(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僅些微落後 SIN。KUL雖然在 QVC僅排名

第五，但 HCPI反倒超越 HKG及 ICN，顯示其 HEI(Hub Efficiency Index)較高。在東亞與
東協 14座樞紐機場當中，BKK、KUL與 SIN的 HEI最高，三者分別有 20.1%、19.4%與

17.5%。除上述三座樞紐機場外，CGK、MNL與 SGN的 HEI皆優於另外八座東亞樞紐，

顯示東協幾座機場在往返東南亞與歐洲的航班連接效益優於其他東亞機場；然而，CGK、

MNL與 SGN的歐洲航班供給數大幅落後東亞主要樞紐，因此無論在 QVC或 HCPI都處於

相對劣勢。綜上所述，SIN、BKK 與 KUL 是目前東亞與東協地區較具往返歐洲航線中轉

效益的三大樞紐。 

 

圖 9  2023 年東南亞往返歐洲之轉機連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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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東南亞往返北美地區優勢中轉航線分析 

根據 5.1 節的分析結果顯示，東南亞往返北美地區最具中轉優勢的樞紐為首爾仁川 

(ICN)、東京成田(NRT)、東京羽田(HND)、桃園(TPE)、香港(HKG)以及新加坡樟宜(SIN) 

機場，上述六座樞紐提供了較高品質的中轉航線(圖 10)；其中，東南亞地區的主要航點為

曼谷蘇凡納布(BKK)、胡志明新山一(SGN)、吉隆坡(KUL)及新加坡(SIN)，而北美地區

的主要航點為舊金山(SFO)、洛杉磯(LAX)、紐約甘迺迪(JFK)及溫哥華(YVR)。由於

BKK、SGN、KUL 與 SIN 分別為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最大國際機場，來自

上述四個東協國家的旅客優先透過 ICN、HKG、TPE、NRT及 HND前往美西地區(如 SFO

與 LAX)或加拿大西部(如 YVR)。另外，來自越南的旅客除可選擇 TPE中轉至美西地區，

亦可透過 ICN轉機前往美東地區(如 JFK)，反之亦然；NRT在往返東南亞和加拿大之間具

有優勢，尤其是連接 BKK與 YVR的中轉航線。 

 

圖 10  東南亞往返北美前十五大高品質中轉路線 

在HCPI (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 前 40大航線排名當中(表 2與表 3)，TPE

即佔了 12條路線，NRT和 HKG則分別有 10條和 7條，而 ICN、HND 及 SIN僅各有 5

條、4條和 2條路線，顯示 TPE具有絕佳的發展潛力。然而，大部分樞紐機場的連接航班

品質在去程與回程之間存在落差，此為後續需要優先改善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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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東南亞往返北美之高品質中轉航點及樞紐順位 

東南亞 中轉樞紐順位 北美 

BKK HKG, TPE, NRT SFO 

BKK NRT, TPE, HND, HKG, ICN LAX 

SGN TPE LAX 

SGN TPE SFO 

KUL SIN, HKG, TPE SFO 

SIN TPE, NRT, HKG, HND LAX 

SIN TPE, HKG, NRT SFO 

BKK NRT YVR 

SGN ICN JFK 

SIN NRT YVR 

KUL HKG, TPE, SIN LAX 

HAN TPE LAX 

HAN TPE SFO 

BKK HND, NRT HNL 

BKK NRT, ICN DFW 

SIN NRT, HND, ICN DFW 

SIN HKG JFK 

SGN ICN DFW 

MNL TPE LAX 

SIN NRT HNL 

MNL TPE SFO 

註：本表僅列出 HCPI去程及回程皆>200的樞紐航點 

表 3  東南亞往返北美前 40 名之高品質中轉航線 

排名 起(東南亞) 中轉樞紐 迄(北美) 雙向合計 HCPI 

1 BKK HKG SFO 1,433 

2 BKK NRT LAX 1,379 

3 SGN TPE LAX 1,368 

4 SGN TPE SFO 1,236 

5 BKK TPE LAX 1,193 

6 BKK TPE SFO 1,193 

7 KUL SIN SFO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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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IN TPE LAX 1,033 

9 SIN TPE SFO 1,020 

10 BKK HND LAX 1,015 

11 SIN NRT LAX 1,007 

12 BKK HKG LAX 997 

13 BKK NRT YVR 988 

14 SGN ICN JFK 974 

15 SIN HKG SFO 956 

16 SIN HKG LAX 929 

17 SIN NRT YVR 889 

18 SIN HND LAX 864 

19 KUL HKG LAX 853 

20 BKK NRT SFO 763 

21 HAN TPE LAX 759 

22 HAN TPE SFO 746 

23 BKK HND HNL 718 

24 BKK NRT DFW 708 

25 BKK NRT HNL 683 

26 SIN NRT DFW 664 

27 BKK ICN DFW 647 

28 SIN HKG JFK 623 

29 KUL HKG SFO 614 

30 SIN NRT SFO 611 

31 SIN HND DFW 597 

32 SGN ICN DFW 576 

33 SIN ICN DFW 556 

34 KUL TPE SFO 553 

35 MNL TPE LAX 533 

36 SIN NRT HNL 526 

37 KUL TPE LAX 515 

38 MNL TPE SFO 511 

39 KUL SIN LAX 462 

40 BKK ICN LAX 456 

註：本表僅列出 HCPI去程及回程皆>200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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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東南亞往返歐洲優勢中轉航線分析 

根據 5.1 節的分析結果顯示，東南亞往返歐洲最具中轉優勢的三大樞紐為新加坡樟宜 

(SIN)、曼谷蘇凡納布(BKK) 及吉隆坡(KUL)國際機場，且當中主要係由 SIN與 BKK提

供高品質的中轉航線(圖 11)；其中，東南亞地區的主要航點為 KUL、印尼雅加達(CGK)
及泰國蘇梅島(USM)，而歐洲的主要航點為倫敦希斯洛(LHR)、法蘭克福(FRA)及米蘭
(MXP)。由於 KUL與 CGK分別為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最大國際機場，因此來自上述兩個東

協國家的旅客可優先透過 SIN及 BKK前往英國首都、德國中西部和義大利北部，反之亦

然。 

在 HCPI(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排名前 16的航線當中(表 4)，SIN即占

了 11條路線，BKK則有 4條，而 KUL僅有 1條，顯示 SIN具有大幅領先的優勢。 

5.4 桃園機場優化策略分析 

根據分析結果得知，我國桃園機場(TPE)在東南亞往返北美地區的轉機市場具有最高
的樞紐效率，同時亦提供較多高品質的轉機航線。然而，桃園機場(TPE)的航點和航班數
量卻不具優勢，例如在東南亞航線落後新加坡樟宜(SIN)、吉隆坡 (KUL)、首爾仁川(ICN)
和香港(HKG)，北美航線則落後東京成田(NRT)、東京羽田 (HND)、首爾仁川(ICN)及香
港(HKG)；又，QVC(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不如首爾仁川(ICN)與東京成田
(NRT)，HCPI(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亦低於首爾仁川(ICN)，顯示桃園機場

(TPE)的樞紐地位可以更進一步改善優化。 

 

圖 11  東南亞往返歐洲前十大高品質中轉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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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東南亞往返歐洲前 16 名之高品質中轉航線 

排名 起(東南亞) 中轉樞紐 迄(歐洲) 雙向合計 

1 KUL SIN LHR 4,675  

2 KUL SIN FRA 2,940  

3 CGK SIN LHR 2,864  

4 USM BKK LHR 2,076  

5 KUL SIN MXP 1,760  

6 CGK SIN FRA 1,672  

7 USM BKK FRA 1,402  

8 KUL SIN CDG 1,226  

9 DPS SIN LHR 1,141  

10 DPS SIN FRA 1,110  

11 USM BKK VIE 766 

12 CGK SIN MXP 756 

13 SIN KUL LHR 649 

14 KUL SIN BCN 645 

15 SUB SIN LHR 529 

16 PNH BKK FRA 465 

註：本表僅列出 HCPI去程及回程皆>200的航班 

隨著第三航廈整體工程將於 2027年完工啟用，加上第三跑道預計於 2030年投入營運 

(桃園機場公司，2024)，因此建議桃園機場(TPE)未來優先加強現有航線的供給航班或增
開新航點。舉例來說：桃園機場(TPE)每週往返吉隆坡(KUL)的航班數量明顯少於新加坡
樟宜 (SIN)與香港 (HKG)，而往返美國舊金山 (SFO)的班次僅微幅領先新加坡樟宜
(SIN)，使得桃園機場(TPE)在往返吉隆坡(KUL)和舊金山(SFO)之 HCPI 低於新加坡樟

宜(SIN)與香港(HKG)(圖 12)。因此，若桃園機場(TPE)想要增加上述航線的中轉競爭力，
應優先提升吉隆坡(KUL)的班次數量，並與往返舊金山(SFO)的航班時刻進行有效連接，
使轉機時間少於 300分鐘以增加 HCPI。 

因此，下表 5以長榮航空 BR017自 2023年 9月 11日從舊金山(SFO)出發至桃園機場
(TPE)，並銜接 BR227 續飛抵吉隆坡 (KUL)的航班作為示範。由於 2023 年從桃園機場

(TPE)前往吉隆坡(KUL)皆無 07:30 出發的班次，因此若長榮航空(BR)率先新開上述航
班，將可有效銜接其自舊金山(SFO)出發的航班，並提升桃園機場(TPE)的樞紐連接度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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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KUL 經 SIN/HKG/TPE/NRT 往返 SFO 之雙向航班數與連接品質 

表 5  桃園機場中轉東南亞航班新增建議 

航班 

資訊 

 

班表 

1st 

航班 

出發地

1st 

航班 

出發 

時間 

1st 

航班 

抵達 

時間 

TPE 

轉機 

時間 

(分鐘)

2nd 

航班

出發

時間

2nd 

航班

抵達

時間

2nd 

航班 

目的地 

RF QCI 

參考航班 SFO 01:00 05:15 255 09:30 14:15 KUL 1.38 0.24 

新增航班 SFO 01:00 05:15 135 07:30 13:15 KUL 1.26 0.49 

註：航班出發/抵達時間皆為當地時間 

即使桃園機場(TPE)在連接越南胡志明新山一(SGN)和美國西部地區 SFO 具有最高

的 HCPI(Hub Connectivity Performance Index)，然而在連接美國東部地區如紐約甘迺迪 

(JFK)卻不若首爾仁川(ICN)。例如：桃園機場(TPE)每週往返胡志明新山一(SGN)的航班
數量雖微幅落後首爾仁川(ICN)並大幅領先香港(HKG)，然而其往返紐約甘迺迪(JFK)的
班次明顯不足，導致桃園機場(TPE)在連接胡志明新山一(SGN)和紐約甘迺迪(JFK)的
HCPI僅略高於香港(HKG)，但遠低於首爾仁川(ICN)(圖 13)。若桃園機場(TPE)欲提升上
述航線的轉機競爭力，應優先增加 JFK的航班數量，並有效銜接往返胡志明新山一(SGN)
的起降時間。 

此外，若樞紐機場額外開發新航點，將有望增加轉機連接度。然而，根據Wong et al. 

(2023)[35]的研究統計顯示，約 35%的新航線可能在開航一年後中斷，56%則可能在第二年



運輸計劃季刊 第五十五卷 第二期 民國一一五年六月 

－216－ 

後，機場或航空公司事實上難以精準掌握新航點的存續。因此，開航鄰近競爭機場擁有的

獨家飛航航點或許為可考量的方式，在降低競爭樞紐之不可取代性時，提升航網暨中轉競

爭力。以北美市場為例，ICN是東亞與東協 14座樞紐當中唯一直飛美國拉斯維加斯(LAS)
的機場，而 NRT 則獨家營運美國丹佛(DEN)、聖地亞哥(SAN)、加拿大蒙特婁(YUL)與
卡加利(YYZ)；另探究東南亞市場，僅首爾仁川(ICN)經營越南連姜(DLI)及海防(HPH)，

上述皆為桃園機場(TPE)可優先評估的新航線。由於我國和歐洲之間受到航權限制，在開
拓航點的自由度較為薄弱，因此建議桃園機場(TPE)在維持歐洲航線的量能之下，加強東
南亞和北美地區之間的航網連接度。 

 

圖 13  SGN 經 ICN/TPE/HKG 往返 JFK 之雙向航班數與連接品質 

六、結論與建議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已過，全球航空市場將持續蓬勃發展。本研究意欲從疫情前後的航

班供給情形，分析東亞與東協 14座樞紐機場，包含：東京成田(NRT)、東京羽田(HND)、

首爾仁川(ICN)、北京首都(PEK)、上海浦東(PVG)、廣州白雲(CAN)、香港(HKG)、臺

灣桃園(TPE)、馬尼拉尼諾伊•艾奎諾(MNL)、曼谷蘇凡納布(BKK)、胡志明新山一(SGN)、

吉隆坡(KUL)、新加坡樟宜(SIN)及雅加達蘇卡諾-哈達(CGK)國際機場的轉機連接度，探
討自東南亞往返北美及歐洲的中轉競爭力。 

6.1 結論 

藉由連接度分析結果得知，桃園機場 (TPE)的東南亞往返北美航線 HE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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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Index)在 14座亞太機場中排名第一，但其 QVC(Quantity of Viable Connections)

在 2023年仍然落後首爾仁川(ICN)及東京成田(NRT)；ICN的 QVC於疫情過後大幅成長

並超越 NRT，在 14座樞紐中排行首位，惟其 HEI依舊處於相對劣勢；SIN、BKK、KUL、

CGK、MNL及 SGN等東協樞紐距離北美地區較為遙遠，導致長年缺乏直飛航班，使得中

轉連接度表現不佳，觀察疫後航班增幅與連接度分析結果，SIN有潛力成為東南亞和北美

之間的中轉樞紐，但其仍需大幅增加北美航班數量，才能與其他強勢東亞樞紐抗衡。隨著

東協與歐盟於 2021 年簽署「全面航空運輸協定」，放寬往來兩地的航班總量限制，因此

東南亞往返歐洲亦成為相當重要的航空市場。由於 SIN及 BKK往返東南亞與歐洲的航班

數相對充足，加上 QVC與 HEI兩者的表現相當凸出，和其他競爭樞紐相比更具中轉優勢；

KUL同樣位處東協核心地帶，惟其無論在航點數或航班供給量皆大幅落後其餘樞紐，使得

QVC 低於平均水準。綜觀以上三座機場，BKK 與 KUL 具有高 HEI 的優勢，日後可以更

積極拓展歐洲航點及航班數量以增加 QVC，而 SIN 則應優先縮短各個轉機航班的連接時

間以提升其 HEI；同樣屬於東協樞紐的 CGK、MNL及 SGN直飛歐洲的航班數量過少，因

此在轉機連接度方面較無優勢。由於我國和歐洲之間受到航權(航約)限制，使得 TPE 較

難擴展東南亞與歐洲的連結。2013 年起，日本東京推行航空雙樞紐政策，NRT 的部分航

線逐漸轉移至 HND，使得 HND的國際航班數量顯著上升。在東南亞往返北美地區的連接

度方面，HND已具備高 HEI的優勢，惟其東南亞航班數量較少，QVC仍落後平均水準；

另外，NRT與 HND在東南亞往返歐洲的連接度表現不佳，兩者未來勢必需大幅增加往返

東南亞地區的航班數量，才有可能競爭此一轉機市場。綜觀近四年中國大陸機場(如 PEK、

PVG及 CAN)主要受到新冠疫情及政治因素影響，國際航班數量與 2019年相比大幅萎縮，

加上疫後復甦程度未如預期，導致樞紐競爭力明顯下降。此外，HKG 在經歷疫情與反送

中運動之後，轉機連接度也略為衰退，其東南亞往返北美地區的 QVC甚至已被 TPE超越。 

6.2 建議 

臺灣桃園機場 (TPE) 在東南亞往返北美地區的轉機市場已相當成熟，然而未來應持

續增加北美航班供給，如將每週往返紐約 (JFK) 的 22個航班倍增，以和 ICN、HKG、HND

等強勢樞紐競爭。此外，我國鄰近樞紐僅 NRT直飛丹佛 (DEN)、聖地亞哥 (SAN)、蒙特

婁 (YUL) 與卡加利 (YYC)，拉斯維加斯 (LAS) 亦只有 ICN擁有直飛航班，上述皆是 TPE

可評估的新航點，未來或可藉由和三大航空策略聯盟的主要航空公司合作，增加我國航空

場站在全球航網的連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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